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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选取中国制造业 2005—2020 年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中

介效应模型基于市场、技术、产品维度对其影响机制进行了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创新效应,且表现出

行业和投入双重异质性,一方面,数字化转型抑制了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创新,但对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创新呈正向影响;另
一方面,硬件数字化转型相较软件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效应更强。 市场规模效应、技术改造效应、产品革新效应是数字化转型

推动制造业创新的三大渠道,其中,硬件数字化转型可引致技术改造升级和产品革新开发促进创新,而软件数字化转型则通

过本土市场规模扩大和产品革新开发带动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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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制造业向高端、智能、绿
色迈进。 创新是助推制造业摆脱“大而不强、全而不优”困境,进而实现其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数字化转

型作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表现形式,有利于催生经济新业态和商业新模式,改善供给

侧要素配置效率,并引发需求侧深刻复杂变化,重塑市场、技术、产品的资源价值[1] ,或将日益成为制造业

创新的核心动力来源。 在创新驱动与数字经济背景下,探究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创新的作用机制,有助

于全面评估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以及把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为政府制定相关产业政策

提供参鉴。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可分为三支,第一是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 创新作为培育产业竞争优势的基石,其

影响因素一直是研究热点,归纳起来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研发投入,二是技术获取,三是市场环境。
普遍认为,资金、人力等内部研发投入是创新体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2] ,由于研发资金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基础研究能力,也就决定了自主创新的水平[3] ,因此研发资金投入往往与创新产出呈正相关关系[4] ;且
相对素质较低的劳动力而言,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对资金更具替代性,所以人力资本能够对创新能力产生激

励效应[5] ,二者表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6] 。 另有学者指出,技术水平提升是创新产出的重要来源,既有技术

工艺改良、直接的技术购买、间接的技术溢出不仅降低了研发成本[7] ,还加快了创新进度[8] 。 此外,有研究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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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了市场环境对创新的影响,如来自金融系统的信贷支持优化了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缓解了创新过程中

的融资约束,分散了研发风险并提供了长效创新激励[9] ;以市场为导向的制度质量越高,越能促进技术创

新[10] ;而环境规制则对创新具有“技术激励”和“研发挤出”的正负双重效应[11] 。
第二支文献是关于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研究。 数字化转型即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的扩散与

应用[12] ,相关研究围绕定性和定量分析展开。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定性分析由最初的内涵界定延伸至价

值维度、驱动模式等理论体系的构建[13-15] ,定量分析则由以熵权法和投入产出法为主的数字化转型水平测

度拓展至其经济效应研究。 既有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通常能够产生显著的经济效应,但由于行业、规模、
所有制等属性不同,导致经济效应呈现异质性。 例如,数字化转型会因企业规模和转型策略选择的差异而

产生不同效果[16]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 GDP 的拉动作用存在极化或梯度现象[17] 。 该效应同样表现在其他

经济领域,如果制造业的资本密集程度较高或融资约束较强,则数字化转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

越明显[18] ;当制造业具有劳动力优势或其规模较小时,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更强[19] 。 同

时,数字化投入差异也是致使经济效应异质性的主要原因,就投入内容角度看,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的数字

化投入对产业链强度的影响程度与方向有所区别[20] ;从投入来源角度看,国外数字化投入无益于制造业分

工地位提高,若要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则需依赖国内数字化投入[21] 。
最后一支文献是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的影响研究。 在创新驱动发展和产业数字化的战略背景下,学术界

逐渐将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关联起来。 相关研究主要从企业层面考察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的影响,并从不同角

度阐释其内在机理。 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这一开放式创新行为进入研究视野,被认为是数字化转型促使

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提升的重要途径[22] 。 有学者指出组织重构和机会感知等动态能力是数字化转型提升企

业创新绩效的桥梁[23] ,也有学者基于模块化视角提出产品架构与组织架构是联结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绩

效的渠道[24] ,还有学者强调资源利用效率的传导作用,认为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组织资源的冗余水平

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25] 。 此外,部分研究从研发国际化战略布局角度解释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

积极作用[26] ,另有研究从社会认知角度指出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该关系受员

工个人认知和组织认知的调节从而呈现“U”型[27] 。
通过上述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学术界围绕数字化转型的内涵与外延、前置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探索,提

供了丰富有益的引导性理论参考,而关于其后置影响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的研究有待深化。 本文研究可能在

以下三个方面与既有研究有所区别:第一,不同于以往文献主要分析产业内和产业外因素对创新的影响,本
文基于产业融合视角拓宽创新的影响因素范畴,考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效应,丰富创新的影响因素

研究;第二,既有研究着重考察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差异,但对其异质性创新效应的关注相对不足,本文

基于行业和投入的双重异质性角度甄别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的差异化影响,为综合准确评估数字化转型的经

济效应提供经验证据;第三,不同于部分文献从单一角度探讨数字化转型赋能创新的微观机理,本文从行业

层面基于市场、技术、产品三个维度解释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创新的影响路径与逻辑,对扎实推进数字化转

型进程和解决制造业创新的痛点问题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二、理论假设

(一)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效应

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降本和增效两个方面:一是降低创新成本。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突

破了产业间壁垒,提高了各行业对外部资源的可获取性,从供给侧提高了创新环节所需资源的数量和质量,
有效削减了投入不足或投入冗余所导致的额外成本。 同时,创新过程往往伴随着大量的信息需求,而互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则实现了信息检索过程的智能化与定制化,削弱过载信息处理

的复杂性[28] ,极大程度降低了信息获取成本。 二是提高创新效率。 数字要素的流通和数字技术的使用放宽

了信息、知识的专用性约束,实现了数据共享,制造业各行业借助研发溢出的正外部性不仅进一步增加了自

身知识存量,大幅缩短创新所需的知识储备时间,还降低了市场供需信息的不对称程度,强化生产者与消费

者的关联互动,促使行业以满足消费为导向来动态调整创新方向和创新目标,推动创新模式由粗放型向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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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型转变[29] ,压缩研发周期以高效提升创新速率。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H1)。
(二)数字化转型的异质性创新效应

数字化转型赋能创新的关键在于数字技术的嵌入,其嵌入程度取决于数字要素与传统要素的替代或互

补关系,因此,制造业各行业的要素禀赋可能导致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效应存在行业异质性。 对于劳动资源

密集型行业而言,数字要素与普通劳动力之间具有较强替代性,数字技术可应用于取代人工完成重复烦琐

的程序化业务,却难以渗透研发环节,且数字化转型需要巨额资金作为支撑,这在一定程度上冲抵了该行业

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其结果很可能是提升了行业生产效率,未必有助于行业创新。 而数字要素与资本技

术密集型行业的高技能劳动力以及物化资本即机器设备之间具有较强互补性[18] ,有助于高技能人才借助数

字技术提高研发效率,并节省人力物力为创新拓展空间。
数字化转型可根据投入构成划分为硬件、软件数字化转型,硬件数字化转型指数字产品设备等基础设

施的优化,软件数字化转型即数字服务管理等技术平台的改善。 高效的软件服务平台有助于制造业对各业

务环节的数据进行适时捕捉和智能分析,基于业务流程和组织模式推动物流、信息流与价值流之间的紧密

衔接和协同创新。 但是,数据的收集、存储、传输必以完善的硬件基础设施为依托,数字产品设备的优化不

仅可以提高数据获取的综合能力,还能够扩大数据流通范围、提升数据流通效率,为数据安全提供有力支

撑,是实现创新的最根本保障[30] 。 因此,与软件数字化转型相比较,硬件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的影响程度应该

更高。
基于此,本文分别提出如下假设:
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效应具有行业异质性(H2a);
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效应具有投入异质性(H2b)。
(三)数字化转型影响创新的传导机制

数字化转型是重塑业务流程的过程,可以通过对管理流程数据的智能聚合来完善组织结构,还能够

通过对销售流程数据的精准分析来优化决策机制,为内部管理效率、市场销售效率的提高持续提供强大

动力,从而扩充本土市场规模的空间和容量。 进一步地,本土市场规模的扩大引发了专业分工、行业集聚

的新一轮演化周期[31] ,行业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市场竞争随之愈发激烈,行业内部企业争夺市场控制

力的意愿也愈发强烈,倾向于通过创新抢占市场份额。 因此,市场规模效应是数字化转型影响创新的重

要途径。
数字化转型开启了数字技术对制造业的全方位渗透,加快了以新代旧的技术改造升级步伐[32] 。 根据技

术差距理论,行业内部处于技术领先的企业具有维护其优势地位的意愿,而后发企业也具备技术赶超的诉

求,由此强化了行业内部的技术竞争,同时,某一行业的技术改造升级行为也将蔓延至关联行业,其上下游

行业会对既有技术进行改进以使生产工艺相配套。 技术改造升级有加强自主研发和借助外部引进两大主

线,自主研发可以培育行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而通过外部引进能够在其基础上实现二次创新,无论哪种方式

实现的技术改造升级均能对创新产生积极影响。 因此,技术改造效应是数字化转型作用于创新的中介渠道。
黏性消费增长理论认为,不完全信息市场下的需求具有滞后性,极易导致劣质产品驱逐优质产品的局

面出现。 数字化转型推动信息结构由迟滞化、碎片化向扁平化、网络化演进,增强了信息流通和市场透明

度,促进了供给与需求的良性互动[30] 。 一方面,在需求牵引供给的价值维度下,生产者搭建以消费需求为驱

动的产品柔性制造体系,根据客户偏好加速新产品开发;另一方面,在供给创造需求的改革理念下,生产者

结合消费大数据和客户体验反馈,对产品进行改良以满足高质量消费需求,并通过市场预测指导产品研发,
而行业的创新能力也在产品革新开发过程中得以提升。 因此,产品革新效应在数字化转型与创新之间具有

传导作用。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数字化转型扩大本土市场规模引致创新(H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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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通过技术改造升级推动创新(H3b);
数字化转型引领产品革新开发促进创新(H3c)。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根据本文研究目的,借鉴相关研究方法构建中介效应模型[33] ,如式(1) ~ 式(3)所示。 由于制造业各行

业发展特征各异,可能导致变量观测值差异较大,因此宜取其对数进入模型以降低样本异方差程度。
lnivit =α0 +α1 lndtit +α2 lnX it +μit

                          (1)
lnMit =β0 +β1 lndtit +β2 lnX it +νit

                          (2)
lnivit =γ0 +γ1 lndtit +γ2 lnMit +γ3 lnX it +σit

                      (3)
其中:i、t 分别为行业、年份;μ、ν、σ 均为残差项;iv 为被解释变量即创新产出;dt 为核心解释变量即数字化转

型;X 为控制变量;M 为中介变量;α1 为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总效应,理论上该效应可分解为直接

效应与间接效应;β1 为核心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的效应;γ1 为在控制了中介变量影响后的核心解释变量对

被解释变量的直接效应;γ2 为在控制了核心解释变量影响后的中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效应,如此则核心

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间接效应亦即中介效应为 γ2β1。 式(1)可用以检验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的

影响方向与程度,在此基础上依次运用式(2)、式(3)可以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施以影响的实现机制。 在

α1 显著的前提下,若 β1、γ2 均显著,则表明中介效应显著,即数字化转型通过变量 M 影响了制造业创新;当
γ1 显著且小于 α1 时,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变量 M 在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传

导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重为 γ2β1 / (γ1 +γ2β1);当 γ1 不显著时,表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即数字化转型

对创新施以影响完全通过变量 M 传导而实现。
(二)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创新( iv)。 新产品以及专利常被用以衡量创新产出,相较而言专利可以反映自主知识产权,发明、实用

新型、外观设计三种专利中又以发明专利的代表性较强[34] ,因此选取有效发明专利数衡量创新。
2.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dt)。 数字化转型程度取决于数字化产品或服务的投入[35] ,因此采用制造业各行业对通信

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信息传输和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的直接消耗系数作为数字化转型的指

标,直接消耗系数为中间投入与总投入之比。
3. 中介变量

本土市场规模(mk)。 “市场促创新”的假说已在相关研究中得以验证[31] ,本文以工业销售产值中本土

市场销售产值所占比重作为本土市场规模的指标,本土市场销售产值为工业销售产值与出口交货值之差。
技术改造升级( tc)。 技术改造升级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层面指设备、工艺方面的改进,广义层面还包括

管理、规制方面的优化。 本文关注的是狭义的技术改造升级,因此以技术改造经费支出作为其衡量指标。
产品革新开发(np)。 产品革新开发是指新型产品的研究设计与试验开发,在数字化转型与创新之间可能具

有传导作用,本文以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对其予以衡量。
4. 控制变量

资产负债率(db)。 负债融资是获得创新投资的重要方式之一,适度的负债有助于创新活动的顺利进

行,本文以负债合计与资产总计的比值作为资产负债率的指标。 外商投资( fi)。 外商投资以资本为载体,引
进了先进技术和设备,其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已得到广泛认可,对创新具有促进作用,本文以外商资本作为其

指标。 人力资本( rp)。 研发人力资本在创新能力建设过程中不可或缺,是影响创新产出的关键因素,以全部

从业人员中研发人员所占比重表示。 研发经费( rf)。 创新活动需要动用大量的资金作为支撑,因此创新产

出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研发经费,本文以研发经费内部与外部支出对其度量。 盈利能力(pr)。 盈利能力与

创新呈正相关关系,收入利润率是盈利能力的直观反映,以利润总额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表示,采用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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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盈利能力。 资产规模( sz)。 具有较大资产规模的行业,越能发挥规模经济的正外部性,对创新产出具有

正向影响,本文选取人均固定资产净值作为其衡量指标。
(三)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 2005—2020 年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核心解释变量数据来自《国家投入产出表》,
其余变量数据来自《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缺失数据以插值法补齐。
为了保持数据统计的一致性,需要将上述数据来源中的制造业分类标准进行对应,共得到 16 个制造业细分

行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造纸印

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

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及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

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工艺品和其他制造业。 上述变量描述性统

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符号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创新 iv 256 2. 9165 5. 6827 0. 0108 40. 224
数字化转型 dt 256 0. 0505 0. 1232 0. 0001 0. 5207

本地市场规模 mk 256 0. 8359 0. 1507 0. 2678 0. 9903
技术改造升级 tc 256 0. 0201 0. 0252 0. 0004 0. 1587
产品革新开发 np 256 0. 0532 0. 0690 0. 0006 0. 4064
资产负债率 db 256 0. 5578 0. 0851 0. 3284 1. 2414
外商投资 fi 256 0. 1195 0. 1226 0. 0046 0. 5009
人力资本 rp 256 0. 0321 0. 0258 0. 0010 0. 1281
研发经费 rf 256 0. 0481 0. 0606 0. 0003 0. 3257
盈利能力 pr 256 0. 0609 0. 0174 0. 0019 0. 1090
资产规模 sz 256 0. 2358 0. 2342 0. 0060 1. 5026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计量回归之前,需对两个问题进行确认,一是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二是如何选择合理的回归方法。 为

此,首先检验解释变量间的相关性,其相关系数均小于 0. 8,进一步检验方差膨胀因子,VIF 均值小于 10,根
据经验法则,确认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 随后,面板数据常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随机效应(RE)、
固定效应(FE)三种回归方法,经 LM 和 Hausman 检验,固定效应回归优于前二者,因此,本文采用同时控制

行业效应和时间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数字化转型影响制造业创新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1)列仅包含核心解释变量,为缓解遗漏变量所导致的估计误差,在(2)列 ~ (7)列依次加入其他控制变量。
回归结果显示,引入控制变量前后,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值有了微弱变化,但均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

验,表明数字化转型明显促进了制造业创新,该结论支持了假设 H1。 这可能得益于数字化转型打破了产业

边界,提高了资源和信息的可得性,促使创新成本降低以及创新效率提升。
关于控制变量的解释:资产负债率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其对创新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这与预期

不符,对此可能的解释为,虽然负债可作为创新融资的重要渠道,但过高的负债率会降低收益留存,打击行

业创新的积极性,削弱其创新动机。 外商投资具有正向的创新效应,可能是因为外商拥有的先进技术、设
备、管理以及制度伴随投资行为发生了跨国转移,通过溢出效应促进了东道国的行业创新。 人力资本对创

新表现为正向影响,说明从业人员研发素质的提升能够增强制造业创新能力。 研发经费的系数不显著,可
能与研发周期长、投入大且失败率高等特征有关,导致其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盈利能力、资产规模均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创新对二者变动不敏感,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盈利能力并未适时转化为创新动力,
而资产规模扩大的目的在于维持市场地位却未能引发创新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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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IV-2SLS 替换被
解释变量

替换核心
解释变量

剔除
极端值

lndt 0. 239∗∗∗

(0. 059)
0. 093∗∗

(0. 041)
0. 264∗∗∗

(0. 051)
0. 207∗∗∗

(0. 054)

lndb
-0. 243

(0. 178)
-0.

 

251∗

(0. 147)
-0. 322∗

(0. 181)
-0. 323∗

(0. 185)

lnfi 0. 411∗∗∗

(0. 132)
0. 264∗∗

(0. 106)
0. 318∗∗

(0. 134)
0. 424∗∗∗

(0. 132)

lnrp 0. 176
(0. 122)

0. 275∗∗∗

(0. 098)
0. 280∗∗

(0. 119)
0. 249∗∗

(0. 126)

lnrf 0. 101
(0. 132)

0. 491∗∗∗

(0. 106)
-0. 063

(0. 127)
0. 006

(0. 134)

lnpr 0. 039
(0. 067)

-0. 073
(0. 055)

0. 027
(0. 067)

0. 031
(0. 072)

lnsz
-0. 048

(0. 081)
0. 027

(0. 067)
-0. 059

(0. 083)
-0. 071

(0. 085)

cons 6. 149∗∗∗

(0. 908)
4. 006∗∗∗

(0. 702)
5. 068∗∗∗

(0. 835)
6. 398∗∗∗

(0. 902)
Industry

 

FE Y Y Y Y
Year

 

FE Y Y Y Y
R2 0. 960 0. 969 0. 963 0. 961

　 注:∗∗∗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相应的标准误。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lndt 0. 226∗∗∗

(0. 050)
0. 233∗∗∗

(0. 049)
0. 207∗∗∗

(0. 050)
0. 218∗∗∗

(0. 049)
0. 220∗∗∗

(0. 051)
0. 220∗∗∗

(0. 051)
0. 221∗∗∗

(0. 051)

lndb -0. 463∗∗

(0. 182)
-0. 455∗∗

(0. 180)
-0. 408∗∗

(0. 177)
-0. 407∗∗

(0. 178)
-0. 407∗∗

(0. 179)
-0. 371∗∗

(0. 184)

lnfi 0. 234∗∗

(0. 092)
0. 423∗∗∗

(0. 109)
0. 411∗∗∗

(0. 131)
0. 411∗∗∗

(0. 131)
0. 420∗∗∗

(0. 132)

lnrp 0. 255∗∗∗

(0. 083)
0. 242∗∗

(0. 118)
0. 242∗∗

(0. 118)
0. 266∗∗

(0. 122)

lnrf 0. 021
(0. 130)

0. 021
(0. 130)

0. 001
(0. 133)

lnpr 0. 002
(0. 068)

0. 005
(0. 068)

lnsz
-0. 068

(0. 084)

cons 7. 656∗∗∗

(0. 211)
7. 432∗∗∗

(0. 227)
5. 936∗∗∗

(0. 629)
6. 174∗∗∗

(0. 622)
6. 109∗∗∗

(0. 741)
6. 118∗∗∗

(0. 784)
6. 436∗∗∗

(0. 877)
Industry

 

FE Y Y Y Y Y Y Y
Year

 

FE Y Y Y Y Y Y Y
R2 0. 958 0. 959 0. 960 0. 962 0. 962 0. 962 0. 962

　 注:∗∗∗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相应的标准误。

(二)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基准回归结果是否稳健,本文分别采用更换估计方法、替换变量指标、剔除异常值进行了一系列

稳健性检验,其结果如表 3 所示。 首先,运用面板工具变量法(IV-2SLS)对可能的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 虽

然基准分析得出了“数字化转型促进创新”的结论,但
需考虑是否存在“创新反向影响数字化转型”的情形,
否则数字化转型与创新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会导致回归

结果偏差。 因此,以数字化转型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

量,对模型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结果显示,核心解

释变量的系数符号及其显著性未发生变化,且 F 统计量

为 58. 8(大于经验值 10),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可见前文结论具有稳健性。 其次,以发明专利申请数替

换有效发明专利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度量指标。 代入模

型重新回归后发现,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依然为正,且通

过了显著性检验。 再次,以相对量指标替换绝对量指标

度量核心解释变量。 选取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信息传输和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在制造业各

行业的中间投入表示数字化转型,其回归结果与前文基

本保持一致。 最后,由于制造业各行业的不平衡发展,行
业间创新能力和数字化转型程度可能存在较大差异,不
得不考虑极端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因此,对被解释变

量和核心解释变量的样本观测值均作 1%的双侧截尾处

理,数字化转型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表明前文回归未

受到极端值的实质性影响。 上述检验结果表明,“数字

化转型促进创新”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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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劳动资源
密集型行业

资本技术
密集型行业

硬件数字
化转型

软件数字
化转型

lndt -0. 363∗∗∗

(0. 126)
0. 362∗∗∗

(0. 059)
0. 106∗∗∗

(0. 041)
0. 092∗

(0. 048)

lndb 0. 070
(0. 405)

-0. 337∗

(0. 204)
-0. 389∗∗

(0. 190)
-0. 320∗

(0. 191)

lnfi 0. 824∗∗∗

(0. 203)
0. 176

(0. 167)
0. 496∗∗∗

(0. 133)
0. 533∗∗∗

(0. 133)

lnrp 0. 622∗∗

(0. 246)
0. 595∗∗∗

(0. 171)
0. 315∗∗

(0. 124)
0. 348∗∗∗

(0. 125)

lnrf
-0. 258

(0. 198)
-0. 667∗∗∗

(0. 217)
-0. 418

(0. 137)
-0. 157

(0. 133)

lnpr
-0. 215

(0. 290)
0. 092

(0. 069)
0. 007

(0. 071)
-0. 018

(0. 070)

lnsz
-0. 138

(0. 253)
-0. 064

(0. 087)
-0. 078

(0. 087)
-0. 051

(0. 087)

cons 3. 703∗∗

(1. 813)
3. 338∗∗∗

(1. 551)
6. 079∗∗∗

(0. 902)
6. 207∗∗∗

(0. 961)
Industry

 

FE Y Y Y Y
Year

 

FE Y Y Y Y
R2 0. 973 0. 970 0. 960 0. 960

系数差异
P 0. 000∗∗∗ 0. 089∗

　 注:∗∗∗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相应的标准误;系数差异 P 根据似不相关估计得到。

(三)异质性分析

为检验不同行业的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效应差异,
本文根据要素集聚形式将制造业划分为劳动资源密集

型行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前者包括食品制造及

烟草加工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

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

制品业、工艺品和其他制造业,后者涵盖其余行业。 根

据表 4 的(1)列、(2)列估计结果的展示,数字化转型明

显抑制了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创新,却显著促进了资

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创新,且组间系数差异在 1%的水平

下显著。 该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效应具有行业

异质性,假设 H2a 成立,这可能是由数字要素与不同行

业的固有优势之间分别具有替代性、互补性所决定的。
由于数字化转型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在一定程度上

会冲抵甚至遮掩了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的低成本优

势,导致生产运营成本提高,降低了行业创新积极性。
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以资金和技术优势见长,数字

化转型可以优化资金利用效率并强化行业的技术优

势,进而提升了行业创新动机。
为检验不同投入的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效应差异,

本文将数字化转型划分为硬件数字化转型和软件数字

化转型,分别以制造业各行业对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信息传输和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

的直接消耗系数表示。 表 4 的(3)列、(4)列分别展示了硬件、软件数字化转型的估计结果,二者对制造业创

新均表现为正向影响,但与软件数字化转型相比,硬件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效应更强也更为明显,其系数差异

在 10%的水平下显著。 该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效应表现出投入异质性,假设 H2b 成立。 其原因可能

在于,软件数字化转型的重点在于数字技术服务的改善,其对创新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后期的业务流程

紧密衔接与协同方面,而硬件数字化转型以数字产品设备的优化为核心,贯穿了数据由生成到记录再到传

送的全过程。 这不仅是软件数字化转型的前提,也是提升数据流通效率以实现创新的最根本保障。

五、机制分析

根据前文文献梳理与理论假设,市场环境、技术获取、研发投入是影响创新的重要因素,而数字化转型

重塑了市场、技术、产品的资源价值,可以促进市场边界延伸、技术水平提升和新产品研发推动创新。 因此,
本文拟以本土市场规模、技术改造升级、产品革新开发为传导渠道,检验其在数字化转型与创新之间的中介

作用。 机制检验需结合模型设定继续进行逐步回归,式(1)的实证结果已在前文展示,因此着重对式(2)、
式(3)进行回归。

(一)市场规模效应

基于市场规模效应的创新传导机制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 在以本土市场规模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中,
数字化转型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扩张本土市场规模;当以创新为被解释变量时,数字化

转型与本土市场规模的系数均为正,且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与本土市场规模对创新都

产生了积极影响。 这意味着本土市场规模在数字化转型影响创新的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根据估计

结果计算,中介效应为 0. 039,占总效应 0. 221 的 17. 5%,假设 H3a 得以验证。 这可能是因为数字技术的应

用提升了制造业行业的管理效率和销售效率,为市场规模的拓展注入了新的动能,进而引发了市场主体为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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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本土市场规模的传导机制检验

变量
数字化转型 硬件数字化转型 软件数字化转型

lnmk lniv lnmk lniv lnmk lniv
lnmk 0. 622∗∗∗(0. 195) 0. 752∗∗∗(0. 192) 0. 735∗∗∗(0. 203)
lndt 0. 062∗∗∗(0. 017) 0. 182∗∗∗(0. 052) 0. 014(0. 014) 0. 096∗∗(0. 040) 0. 071∗∗∗(0. 016) 0. 040(0. 049)
lndb -0. 045(0. 063) -0. 343∗(0. 181) -0. 043(0. 065) -0. 357∗(0. 184) -0. 017(0. 062) -0. 307∗(0. 186)
lnfi -0. 228∗∗∗(0. 045) 0. 562∗∗∗(0. 137) -0. 197∗∗∗(0. 045) 0. 644∗∗∗(0. 135) -0. 207∗∗∗(0. 043) 0. 685∗∗∗(0. 136)
lnrp -0. 029(0. 042) 0. 284∗∗(0. 120) -0. 012(0. 042) 0. 325∗∗∗(0. 120) 0. 003(0. 041) 0. 346∗∗∗(0. 122)
lnrf 0. 083∗(0. 045) -0. 051(0. 131) 0. 056(0. 047) -0. 084(0. 133) 0. 029(0. 043) -0. 178(0. 130)
lnpr 0. 079∗∗∗(0. 023) -0. 044(0. 069) 0. 073∗∗∗(0. 024) -0. 048(0. 070) 0. 080∗∗∗(0. 023) -0. 076(0. 070)
lnsz 0. 002(0. 029) -0. 070(0. 082) 0. 002(0. 029) -0. 079(0. 084) 0. 013(0. 028) -0. 061(0. 085)
cons 1. 054∗∗∗(0. 299) 5. 780∗∗∗(0. 883) 0. 857∗∗∗(0. 307) 5. 435∗∗∗(0. 889) 1. 362∗∗∗(0. 312) 5. 207∗∗∗(0. 976)

中介效应 部分中介效应(17. 5%) 无中介效应 完全中介效应

Industry
 

FE Y Y Y Y Y Y
Year

 

FE Y Y Y Y Y Y
R2 0. 550 0. 964 0. 523 0. 963 0. 565 0. 962

　 注:∗∗∗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相应的标准误。

占市场份额的创新竞争。 因此,数字化转型对创新不仅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还能够以本土市场规模为传

导渠道间接地推动创新。
硬件数字化转型对本土市场规模的影响不显著,表明市场规模效应并非硬件数字化转型促进创新的传

导渠道。 软件数字化转型助力本土市场规模扩大,但对创新的直接作用不明显,表明软件数字化转型对创

新的促进作用完全依赖于本土市场规模的传导。 换言之,本土市场规模在软件数字化转型与创新之间具有

完全中介效应。 导致这一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市场规模的拓展以内部管理效率和市场销售效率的提高为

前提,效率提升离不开对管理、销售数据的智能聚合与精准分析,这主要依靠数字技术服务、数字管理平台

发挥作用,即在该过程中居主导地位的是软件数字化转型。
(二)技术改造效应

表 6 展示了基于技术改造效应的创新传导机制检验结果。 该结果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数字化转型加快

了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第二,技术改造升级、数字化转型均是创新的正向影响因素。 在数字化转型的创新

效应已经得证的前提下,结合中介模型蕴含的效应意义可以推断,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的总效应可分解为直接效

应和以技术改造升级为间接渠道的中介效应,根据相关数据计算可得,中介效应为 0. 017,占总效应的 7. 5%。
以上为假设 H3b 提供了有力论据,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技术改造升级推动创新,其原因可能在于数字化转

型带动了行业内部技术竞争,并促使上下游行业跟进配套技术改良,进而对创新产生了促进作用。

表 6　 技术改造升级的传导机制检验

变量
数字化转型 硬件数字化转型 软件数字化转型

lntc lniv lntc lniv lntc lniv
lntc 0. 135∗∗(0. 064) 0. 141∗∗(0. 067) 0. 170∗∗∗(0. 065)
lndt 0. 123∗∗(0. 054) 0. 204∗∗∗(0. 051) 0. 147∗∗∗(0. 041) 0. 085∗∗(0. 042) 0. 020(0. 050) 0. 089∗(0. 048)
lndb -0. 178(0. 193) -0. 347∗(0. 183) -0. 224(0. 191) -0. 358∗(0. 189) -0. 159(0. 196) -0. 293(0. 188)
lnfi -0. 056(0. 138) 0. 428∗∗∗(0. 131) -0. 062∗∗∗(0. 134) 0. 505∗∗∗(0. 132) 0. 015(0. 136) 0. 530∗∗∗(0. 131)
lnrp -0. 334∗∗∗(0. 128) 0. 311∗∗(0. 123) -0. 319∗∗(0. 125) 0. 361∗∗∗(0. 125) -0. 294∗∗(0. 129) 0. 398∗∗∗(0. 125)
lnrf 0. 849∗∗∗(0. 139) -0. 114(0. 142) 0. 904∗∗∗(0. 138) -0. 170(0. 149) 0. 767∗∗∗(0. 137) -0. 287∗∗(0. 141)
lnpr 0. 099(0. 072) -0. 008(0. 068) 0. 133∗(0. 072) -0. 012(0. 071) 0. 081(0. 072) -0. 032(0. 070)
lnsz -0. 001(0. 088) -0. 068(0. 084) -0. 019(0. 087) -0. 075(0. 086) 0. 004(0. 090) -0. 052(0. 086)
cons 0. 440(0. 921) 6. 376∗∗∗(0. 871) 0. 763(0. 908) 5. 971∗∗∗(0. 896) 0. 051(0. 988) 6. 199∗∗∗(0. 948)

中介效应 部分中介效应(7. 5%) 部分中介效应(19. 6%) 无中介效应

Industry
 

FE Y Y Y Y Y Y
Year

 

FE Y Y Y Y Y Y
R2 0. 447 0. 963 0. 465 0. 961 0. 434 0. 961

　 注:∗∗∗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相应的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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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改造升级是硬件数字化转型发挥创新效应的中介机制,中介效应为 0. 021,占总效应的 19. 6%。 但

软件数字化转型与技术改造升级并无明显的相关关系,表明软件数字化转型未能通过技术改造升级对创新

施以影响。 该差异形成的原因可能如下:相较于数字服务管理改善为主的软件数字化转型而言,以数字产

品设备优化为主的硬件数字化转型不仅加速数字要素与传统要素的融合,还能够提升既有技术使用效率,
以效率为导向实现技术创新。

(三)产品革新效应

表 7 为基于产品革新效应的创新传导机制检验结果。 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不仅直接促进了制造业创

新,还引领了产品革新开发,从而对创新产生了间接的积极影响。 通过计算得出,中介效应为 0. 03,占总效

应的 13. 8%,表明产品革新开发是数字化转型作用于创新的中介渠道,支持了假设 H3c 的猜想。 这可能得

益于数字化转型弱化了市场信息的不对称程度,加强了供给与需求的良性互动,推进了新产品开发,制造业

的创新能力在该过程中得以提升。
硬件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的促进作用部分依赖于产品革新开发,其中介效应为 0. 023,占总效应的

21. 9%;产品革新开发在软件数字化转型推动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了完全中介效应,表明产品革新效应是硬

件、软件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施以影响的传导机制之一。 这可能是因为数字产品设备和数字技术服务均能在

一定程度上弥合生产与消费之间的鸿沟,促使行业以市场为导向加速产品研发,从而提高创新产出。

表 7　 产品革新开发的传导机制检验

变量
数字化转型 硬件数字化转型 软件数字化转型

lnnp lniv lnnp lniv lnnp lniv
lnnp 0. 462∗∗(0. 206) 0. 569∗∗∗(0. 207) 0. 599∗∗∗(0. 208)
lndt 0. 066∗∗∗(0. 017) 0. 190∗∗∗(0. 053) 0. 041∗∗∗(0. 013) 0. 083∗∗(0. 041) 0. 048∗∗∗(0. 015) 0. 063(0. 048)
lndb -0. 039(0. 060) -0. 353∗(0. 183) -0. 048(0. 061) -0. 362∗(0. 187) -0. 018(0. 061) -0. 309(0. 188)
lnfi 0. 016(0. 043) 0. 412∗∗∗(0. 131) 0. 034(0. 043) 0. 477∗∗∗(0. 132) 0. 045(0. 042) 0. 506∗∗∗(0. 131)
lnrp -0. 045(0. 040) 0. 287∗∗(0. 121) -0. 031(0. 040) 0. 333∗∗∗(0. 123) -0. 016(0. 040) 0. 358∗∗∗(0. 123)
lnrf 0. 891∗∗∗(0. 043) -0. 411∗(0. 226) 0. 886∗∗∗(0. 044) -0. 546∗∗(0. 228) 0. 840∗∗∗(0. 043) -0. 659∗∗∗(0. 219)
lnpr -0. 106∗∗∗(0. 022) 0. 054(0. 071) -0. 102∗∗∗(0. 023) 0. 065(0. 073) -0. 110∗∗∗(0. 023) 0. 048(0. 073)
lnsz -0. 054∗(0. 027) -0. 043(0. 084) -0. 058∗∗(0. 028) -0. 045(0. 086) -0. 046(0. 028) -0. 024(0. 086)
cons 0. 349(0. 286) 6. 274∗∗∗(0. 872) 0. 294(0. 291) 5. 912∗∗∗(0. 890) 0. 450(0. 307) 5. 938∗∗∗(0. 950)

中介效应 部分中介效应(13. 8%) 部分中介效应(21. 9%) 完全中介效应

Industry
 

FE Y Y Y Y Y Y
Year

 

FE Y Y Y Y Y Y
R2 0. 991 0. 963 0. 991 0. 961 0. 991 0. 961

　 注:∗∗∗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相应的标准误。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 2005—2020 年的中国制造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化

转型对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创新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

检验后这一观点仍然成立。 该结论是对创新影响因素研究的有力补充,将数字化转型纳入创新影响因素体

系,突破了产业内或产业外单一视角的局限,凸显了从产业融合视角挖掘创新动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第

二,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效应表现出行业和投入异质性,一方面,数字化转型抑制了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创

新,但对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创新呈正向影响;另一方面,硬件数字化转型相较软件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效应

更强。 该结论刻画了数字化转型影响创新的差异化特征,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的后置影响效应研究,为全面

评估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 第三,市场规模效应、技术改造效应、产品革新效应是数字化

转型推动制造业创新的三大渠道,其中,硬件数字化转型可引致技术改造升级和产品革新开发促进创新,而
软件数字化转型则通过本土市场规模扩大和产品革新开发带动创新。 该结论证实了市场、技术、产品在数

字化转型与创新之间的传导作用,拓展了数字化转型赋能创新的机制研究,从行业层面揭示了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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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创新的影响路径与逻辑。
上述结论所蕴含的政策启示同样值得关注,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坚持推进产业数字化

战略,推动“数字赋能创新”前瞻性布局。 强化战略部署与顶层设计,以创新为导向加速数字化转型进程,促
进数字要素与传统要素充分融合,为制造业创新发展提供新型内生动力。 第二,避免过度数字化竞争,夯实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鼓励各行业根据要素禀赋以数字化转型为契机发挥比较优势,引导其摒弃同质竞争理

念,在转型过程中结合自身实际,有序实现硬件数字化转型再到软件数字化转型,规避过度数字化风险。 加

大数字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有意愿转型的企业给予政策扶持和财税优惠,并提供必要的指导和资讯,促使

其完善数字产品设备,为其长期转型工作打下坚实根基。 第三,重视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渠道,打造良性循环

的创新生态环境。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构筑统一大市场,不断提高市场效率,为市场扩容拓展通道。 关

注先进技术研发,与外界保持科技沟通交流,形成技术吸收能力与核心能力之间的双向反馈,为技术改造升

级提供相应的技术吸收能力。 构建“产品-市场”联动机制,畅通内外部信息来源,扩展信息的广度与深度,
挖掘产品潜在价值并制定相应研发策略,加快新产品精准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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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bstract:
          

By
 

selecting
 

the
 

panel
 

data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rom
 

2005
 

to
 

2020,
  

the
 

two-way
 

fixed
 

effect
 

model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innovation,
  

and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was
 

used
 

to
 

examine
 

its
 

impact
 

mechanism
 

based
 

on
 

market,
  

technology
 

and
 

product
 

dimension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a
 

significant
 

innovation
 

effect,
  

and
 

shows
 

the
 

dual
 

heterogeneity
 

of
 

industry
 

and
 

investment.
  

On
 

the
 

one
 

h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hibits
 

innovation
 

in
 

labor
 

resource
 

intensive
 

industries,
  

but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innovation
 

in
 

capital
 

technology
 

intensive
 

industries.
  

On
 

the
 

other
 

hand,
  

hardwar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a
 

stronger
 

innovation
 

effect
 

than
 

softwar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arket
 

scale
 

effect,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
 

effect
 

and
 

product
 

innovation
 

effect
 

are
 

the
 

three
 

major
 

channels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o
 

promote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Among
 

them,
  

hardwar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n
 

lead
 

to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product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to
 

promote
 

innovation,
  

while
 

softwar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n
 

drive
 

innovation
 

through
 

local
 

market
 

scale
 

expansion
 

and
 

product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
         

digitalization;
 

manufacturing;
 

inno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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